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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古代浙东沿海地区观音信仰的海神化

陈国灿， 胡先哲
(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①

摘 要:古代浙东沿海地区观音信仰的海神化进程始于六朝时期，经过唐宋时期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基本
完成。这种演变是民间海洋开发不断拓展和官方倡导扶持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重点在于护海和守海两方面的
精神追求。相对于其他海神信仰，海神化的观音信仰具有信仰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信仰内涵的开放性和灵活
性等特点，体现了浙东地区开放包容、刚毅坚卓的海洋文化精神，对区域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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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神信仰是中国传统海洋文化颇具特色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沿海居民面对充满风险的海
洋生活环境的一种内在精神寄托，也是人们各种
海洋观念与意识的外在表现。透过海神信仰，我
们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海洋
文化的活动形态与特点。浙东沿海素为海神信仰
十分活跃的区域，尤其是唐宋以降，随着海洋开发
的不断拓展，海神崇拜之风聿盛，逐渐形成了多样
化的海神体系。在数量众多、形态不一的海神中，
除了神祇化的历史人物、地方精英和人格化的自
然神外，还有不少来源于宗教神灵。观音由普通
的佛教菩萨转变为区域性的海洋主神，便是这方
面的典型例子。有关浙东沿海传统海神信仰的一
般情况，学界已有不少讨论。①本文试在此基础
上，就观音信仰的海神化问题作一番专题考察与
分析。

一、浙东沿海观音信仰海神化的历史过程

观音原系古印度大乘佛教所推崇的主要神灵
之一，被视为光明和善良的化身。佛教传入中国

后，观音信仰呈现多样化、世俗化的演变趋势，在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环境下有着不同的特点。
从浙东沿海地区来看，观音信仰的演化主要表现
为与海神崇拜的结合，最终由佛教菩萨转变为护
海神灵。

浙东沿海地区观音信仰的海神化始于六朝时
期，这在很大程度上既是此期浙东沿海社会发展
的结果，也与早期观音信仰的特点有关。就前者
而言，自汉末以降，浙东地区经历了持续大规模的
社会开发，逐渐发展成为当时海上航运和贸易最
为活跃的区域之一。西晋文人陆云描述说，会稽
郡鄮县( 今属浙江宁波) “东临巨海，往往无涯; 汜
船长驱，一举千里; 北接青徐，南洞广交; 海物惟
错，不可称名”。［1］2049与此相联系，各种形式的海
神崇拜开始兴起，成为人们面对海洋风险的精神
寄托。就后者而言，早期观音信仰重在发挥救苦
救难的精神力量，其中也包括各种海洋灾难的救
助。东晋十六国时期著名佛学家鸠摩罗什翻译的
《妙花莲华经》提到: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
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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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
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
解脱罗刹之难。”［2］492正是上述两方面的结合，使
得观音信仰在传入浙东沿海之初，便被赋予海神
崇拜的部分特性。南朝前期相继出现的傅亮《光
世音应验记》、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陆杲《系
观世音应验记》等诸多观音应验故事集，其中就收
录有浙东沿海居民遭遇船难海险时获观音神灵救
助的所谓“事例”。

进入唐宋时期，浙东沿海的海外贸易和中外
交流空前活跃，海洋盐业和渔业快速发展。根据
有关朝鲜文献的记载，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
( 1012) 到宋帝赵昺祥兴元年( 1278 ) ，从浙东明州
( 今浙江宁波) 等口岸出发赴高丽贸易的宋商船
队，仅有确切人数记录的就有 87 批，合计 4 955 人
次。［3］269 － 279另据有关学者统计，到南宋绍兴
( 1131—1162 ) 末年，两浙沿海的年产盐额高达
198． 5 万石。［4］635空前规模的海洋开发热潮，在引
发海神崇拜之风走向兴盛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
观音信仰的海神化。这当中，尤值得关注的是普
陀山观音道场的兴起。位于浙东海岛的普陀山原
名梅岑山，早在南朝时就已建有观音寺院。宋人
徐兢奉使高丽，在梅岑停留，看到“深麓中有萧梁
所建宝陀院，殿有灵感观音”。［5］72唐大中( 847 ～
859) 年间，又有当地居民张氏创建不肯去观音院。
史载:

唐大中间……日本国僧慧谔自五台山得
(观音) 瑞相，欲返故国。舟抵新螺礁不为
动，谔祷之曰:“使我国众生无缘见佛，当从所
向建立精蓝。”有顷，舟行，竟泊于潮音洞下。
有居民张氏目睹斯异，亟舍所居双峯山卓庵
奉之，呼为不肯去观音院。［6］6098

不肯去观音院建成后，不仅为当地居民和过
往海商舶客所尊奉，而且获得官方的认同和扶持。
北宋乾德五年( 967) ，宋太祖遣使进香，并赐锦幡。
元丰三年( 1080) ，出使高丽的内殿承旨王舜封回
国后报称:“船至山下，见一龟浮海面，大如山，风
大作，船不能行。忽梦观音，龟没浪静。”［7］30宋神
宗遂下旨重修寺院，赐名“宝陀观音寺”，梅岑山
亦由此改名普陀山。此后，宋廷或遣使上香，或御
书匾额，或拨款修缮，逐渐确立起普陀山作为全国

最重要的观音道场的地位。显然，从不肯去观音
院到宝陀观音寺，再到著名的观音道场，集中反映
了观音信仰的海神化进程。

如果说唐宋时期浙东沿海地区观音信仰的海
神化整体上仍没有改变观音作为佛教神灵的基本
性质，那么到明清时期，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层
面，都已将观音纳入到海神体系之中。从民间层
面来看，尽管明清两代实行海禁政策，但这并没有
能够阻止沿海居民进一步走向海洋的步伐。事实
上，随着人海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濒海民众对海洋
的依赖性也在不断提升。明代学者王士性说，浙
东沿海居民多以海为生，“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
有海利为生不甚穷”。［8］卷4江南诸省为了谋生，人
们既要冒因违反官方禁令而遭惩处的风险，又要
面对充满挑战和不可控性的海洋环境，只能通过
不断强化的海神崇拜，祈求神灵的庇护和精神与
心理上的慰藉。于是，观音被正式列入海神体系
之中，成为与妈祖和龙王相结合的海洋主神，不仅
形成“户户拜观音”的局面，而且每当开展海洋活
动时，人们都要对包括观音在内的诸多海神进行
祀奉。正如有学者在谈到此期沿海地区海神信仰
与海洋渔业的关系时所指出的: “合祀数量越多，
亦即海神偶像种类越多，在海上渔业生产中的保
佑功能也就越多，越齐全。这种合祀现象是漂泊
在大海上讨生计的渔民复杂的信仰心理需求的表
征。”［9］从官方层面来看，在进一步推崇普陀山观
音道场的同时，基于维护沿海地区安全和社会稳
定，减轻海洋自然灾害损失的需要，也赋予观音更
多的海神品格。明万历( 1573 ～ 1620 ) 年间，万历
帝将普陀山海潮庵改名“护国镇海禅寺”; 抗倭将
领侯继高巡视普陀山，题写“海天佛国”四字，并
撰写《游补陀洛迦山记》，将画家阎立本、吴道子
所绘的观音像立石于普济寺。这些举动实是将观
音视为守护海疆的重要神灵。清乾隆二年
( 1737) ，乾隆帝巡视浙江海塘，并亲自为尖山观音
庙撰写碑文，称赞观音“能为民御大灾、捍大患”，
“随声应现，其功用大矣”，理当“敬而礼之”。［10］56

这是将观音由一般性的救度神灵上升为镇海御灾
的大神。凡此各种，都表明官方与民间一样，也完
成了观音信仰的海神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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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东沿海观音信仰海神化的主要表现

古代浙东沿海地区观音信仰的海神化，表面
上看是赋予观音以部分海神形象与职能，实质乃
是佛教世俗化过程中融入海洋社会并与海洋意识
相结合的结果，是一种信仰调整与重构。海神化
的观音不再只是以“普济众生”为特色的泛化的
“善神”，而是寄托特定海洋观念的护海主神。

一般说来，传统海洋观念主要有敬海、祈海和
镇海三个层面。敬海观是对海洋自然环境和自然
力量的敬畏和尊重，祈海观是对海洋社会与生活
稳定有序的渴望与追求，镇海观是对海洋控制与
安全的期望和设想。海神化的观音信仰集中体现
了后两种海洋观念，反映在神灵职能上，主要表现
为护海和守海两个方面。

祈求海洋活动安全一直是观音信仰海神化的
重点。早在六朝时期观音向海神演化之初，保护
航海安全便成为其主要职责。唐宋时期普陀山观
音道场的兴起，就是基于其在保障沿海居民出海
活动和往来舶商免遭海上灾难方面屡屡“应验”，
发挥出特殊的精神慰藉功能。宋人洪迈《夷坚
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绍熙元年( 1190 ) ，有客
商七人出海航行，其中有余姓者对观音最是崇信，
“常时持诵救苦观音菩萨”，“声不绝口”，人们称
其为“余观音”。但此次他随行出海，刚航行三天
便得重病，生命垂危。海上航行最怕有人病死，于
是众人将余某安置在一个海岛上，并与之诀别。
余某悲泣无奈，只有遥望普陀山，“连声念菩萨不
已”。一时间，众人听到观音在空中说法，又见一
僧人“左手持锡杖，右手执净瓶，径到茅舍，以瓶内
水付余饮之”。余某“病豁脱体”，马上痊愈，遂与
众人回到船上。［11］1485生活于两宋之际的张邦基在
谈到友人王璪游历普陀山观音寺所见情形时说:

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
所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商贾所施者，多
刻彼之年号，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采
者。［12］卷5

显然，观音已成为中外航海群体共同尊奉的
护海神祇，普陀山也成为各国海商参拜祷告的
圣地。

到明清时期，随着观音信仰海神化的完成，作

为护海主神的观音在保护海上航行和海洋活动方
面的各种“神迹”更是大量涌现，并由浙东沿海扩
大到东南各地。史载:

清乾隆三年十月二十日，法雨寺鼓楼因
香灯僧不慎起火被毁。次年，住持法泽赴闽
募化，计划重建鼓楼。法泽系闽人，闽之渔船
数百艘，踊跃乐施。法泽募足资金，又亲往温
州采木料……木料装运至山，适值风急浪高，
无法起卸。当泽祷于大士，至二十六日，风恬
浪静。［13］271

法雨寺系普陀三大寺之一。该寺主持法泽航
运货物遇险，以虔诚之心向观音祈祷，终得神灵庇
护。相反，有人对观音神灵不尊，不仅不可能获得
保护，而且难逃惩罚。《普陀山志》载:“清康熙四
年五月，红毛番人来普陀住半月，尽取铸像幡幢等
物，往日本贸易，得金二十余万，将归本国，船忽自
焚，番人俱溺海死。”［13］270这里所说的“红毛番人”
是指荷兰海盗，他们从普陀抢掠观音道场神器，运
到日本出售，结果遭到神谴，在返回途中溺海
而死。

相对而言，观音作为守海神灵的形象是较晚
形成的，其重点是守卫沿海，保护海疆。明清两代
是中国传统海防的形成期。清代学者蔡方炳认
为:“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
而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14］卷5浙东位于东
南海防前线，其海岸线漫长，岛屿众多。“浙江东
南境濒海者，为杭、嘉、宁、绍、温、台六郡，凡一千
三百余里……自镇海而南，历宁波、温、台三府，直
接闽境，东俯沧溟，皆外海。”［15］1016从明初开始，浙
东地区的海防压力不断增加，先有大规模的“倭
患”，继有各种形式的海盗武装骚扰，又有西方列
强的入侵。在这种环境下，观音越来越多地被赋
予守卫海疆的职能，从而超越一般的海神形象，由
护海神灵进一步发展为守海主神。清代文人陆景
宣《南海普陀山赋》云: “圣祖敕建寺，众生资救
济，圆光璎珞身，大道无蒙翳。中国于今有圣人，
愿使海波万世平。”［13］207该赋的主体内容是赞颂
康熙皇帝御旨斥资重建普济、法雨寺之举，但从中
也可以看出，清廷官方亦认可观音能够有功于海
防，具有平定海波的能力，对于加强浙东海防具有
精神上的重要作用。清光绪十一年( 1885 )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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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舰进攻浙东沿海的门户镇海招宝山，舰炮齐轰
清军炮台，终无法命中，被时人视为观音神力“显
灵”的例证:

( 法军) 船在海中，望见招宝山时高时
下，时大时小，若隐若现，炮码测量，莫得准
则。用望远镜窥视，有白衣人来往山头，不解
何故。传为观音大士显灵，适挫寇锋，捍卫海
疆，厥功甚伟。［13］272

事实上，浙东沿海民众在长期以海洋为依存
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团结协作、敢于冒险的行为
实践文化，在抵御外敌入侵活动中涌现出大批英
雄人物，形成了一种勇敢无畏、御敌于国门之外的
信念。这种刚毅坚卓的精神也被注入到了民间所
崇奉的观音信仰之中，观音大士作为一位慈祥女
神被赋予了以柔克刚的神力，成为镇守海疆的大
神。进一步来看，明清时期正处于世界历史上的
大航海时代，以闭关锁国为主要政策的两朝政府
在与外部势力直接或间接交锋中多处于被动挨打
的地位。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正是从浙东沿海的宁
波、舟山一带叩开国门，以此为跳板深入内地。作
为守海主神的观音发挥御敌之责，虽然属于落后
文明和处于劣势地位的一方面对强劲之敌的被动
抵抗，但这与其说是麻木民众的精神鸦片，不如说
是广大民众在临危受难时所产生的条件反射式的
寻求庇护心理，其中包含了对生存和道义的追求
与渴望。

三、浙东沿海观音信仰海神化的特点与影响

观音信仰作为浙东沿海地区民间信仰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完成海神化后呈现出丰富的内
涵和个性，与妈祖、龙王等其他海神信仰相比有着
其独特的形态和特点。这当中，较为突出的是信
仰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信仰内涵的开放性和灵
活性。

观音作为海神的一员在社会各阶层中均享有
崇高地位，受到官民双方的一致认可，并不能简单
地归于正祀或淫祀，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形成了自
身独立的信仰体系。唐宋以降，历朝屡有对妈祖、
龙王等海神的专门性祭祀和册封，以至成为一种
常态。对于观音，官方却很少有大规模的祭祀行
为，更多地是通过对观音道场的建设和御赐匾额

等方式来表达对观音信仰的支持。这并不意味着
官方对观音不够重视，而是由观音的神灵特征所
决定的。妈祖之类的海神属于典型的“人格神”，
是自然人神祇化的结果。观音则是超越人格的神
灵，对其虔诚行为更确切的表达应当是一种“礼
拜”而非“祭祀”。因此，在众多海神信仰中，观音
信仰便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一方面，观音信仰作为佛教最知名的菩萨信
仰，有着其相对独立的演化体系，在佛教长期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享有特殊地位。同时，海神化的观
音信仰又更多地属于世俗化的民间信仰形态，其
多样化的职能具有普适性意义，为全民所共享。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层自然不能对观音菩萨妄
加尊号，只能表现为虔诚信奉。虽然宋代以后越
来越多地呈现出三教合一的趋势，但若将观音列
入国家正祀，则会冲击传统的以儒学、理学为代表
的官方意识形态。事实上，历代不乏因崇尚佛力
造成社会动荡的实例，也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毁佛
灭佛事件。可以说，观音信仰实质上是介于官方
和非官方之间的一种文化形态，能够融入统治阶
层生活并为统治阶层所信奉。史称，明清两代“崇
敬佛力，宏深善信，皈依慈航，接引千百香火道
场”。［16］620但由于民间信仰群体的庞大和控制民
间意识形态的历史传统，官方仍需对观音信仰进
行管控。明万历二十五年( 1597 ) ，官府抓获一名
自称“宋四八”的浙江籍男子，指责其“带来经书，
口称今人有难，观音、弥勒下界，将此经书同至南
京……中间语言荒唐不经，煽惑人心”。［17］卷224另
一方面，对于沿海居民来说，海神化的观音既能作
为护海灵神庇护海洋活动，也能够作为镇海之神
守护家园，在海洋社会和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精
神慰藉和依托，因而较之于一般海神更受尊奉和
崇拜。再者，民间利用各类宗教信仰聚众结社，宣
扬末世思想，凝聚动乱力量在历代都为统治阶层
所忌惮，为广大平民所接受的观音信仰自然也成
了民众所利用的能够与官方博弈的最佳筹码
之一。

经过海神化的改造，观音成为浙东沿海区域
性的海洋主神，但这并不意味着观音信仰原有职
能的消失。实际上，海神化观音信仰有着鲜明的
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发挥护海、祈海职能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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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延续了生育求子、祛除病痛等传统观音信仰
的基本内容。明嘉靖三十二年( 1553 ) ，抗倭名将
俞大猷在谈到其取得胜利的原因时，便特别提到
借助观音的神灵之力。他还声称，其属将陈京曾
遇到民船因飓风而沉溺，马上下令军士进行救助，
使 200 多人幸免于难。事后陈京梦见观音对自己
说:“汝有阴德，当赐汝五子。”后来，陈京果然得
五子。［18］卷21海洋社会原本具有开放和包容的意
识，因此，海神化的观音信仰在内容上也具有开放
性，民众能够根据不同环境下的不同需求赋予观
音各种职能。

相对于妈祖、龙王等海神信仰，观音信仰还有
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其信仰重点在于内心的虔
诚。只要诚心尊奉，便能与神灵相通，做到“随声
应现”。前文多次提到航海者遇险时一般通过念
诵观音经或直接称颂观音之名之类“称名救难”
的方式求助观音，具有很强的简易性和时效性。
正是这种灵活的信仰方式，使得观音信仰不受环
境和条件限制，更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

从更深层次来看，观音信仰的海神化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浙东地区海洋意识的发展和演变，体
现了包容开放、刚毅坚卓的海洋文化精神，也丰富
了区域内的社会民俗生活。

海洋意识是沿海民众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
践中针对海洋环境所形成的各种认识以及衍生的
心理和情感体验，包括与海洋相关的风俗习惯、生
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海神信仰即为其中的一部
分。将观音纳入海神信仰体系并虔诚信奉，反映
了浙东沿海民众不断增强对海洋探索和开发的历
史趋势。一方面，民众进行的海洋活动愈频繁，对
海神的数量、职能的需求就愈加强烈，观音的海神
化便是民众在海洋开发过程中海洋意识不断发展
和强化的结果;另一方面，观音信仰的日趋兴盛又
进一步推动沿海民众海洋意识的发展，其多样化
的职能和实效性的作用以及沿海观音道场作为坚
强的后盾，赋予海洋活动群体更大的勇气和信念
走向海洋、探索海洋。

在浙东沿海民众走向海洋的历史过程中，观
音信仰的海神化也为区域海洋文化的发展注入新
的内容和活力。民众对海神的信仰需要通过一定
形式和活动来完成，观音信仰也不例外。明清时

期，信众对普陀山观音的礼拜达到鼎盛。每逢观
音三大香期，亦即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辰日、六月
十九观音成道日、九月十九观音出家日，进香者人
潮涌动，各种礼拜、法事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以
观音诞辰日为例，普陀各大寺院皆要举行庆生法
会，仪式包括念《香赞》、称圣号、念《大悲咒》、念
《观音赞》、念《观音偈》、拜愿、三皈依等七个步
骤。为观音庆生往往提前开始，在农历二月十八
日夜晚，许多信众会选择通宵坐于普济寺或法雨
寺圆通大殿内颂经，为观音暖寿。次日清晨，成群
结队三拜九叩，登至普陀最高峰佛顶山点燃香烛，
以迎接观音法雨和佛光。此活动一般从正月开始
一直延续到三月，盛况空前，热闹非凡。除了三大
香期，还有观音斋、普佛、水陆法会、忏法等多种信
仰活动。其中，观音斋和普佛实际上是一种在个
人层面上对观音虔诚信仰的活动，参与者众多时
则具有社会意义; 水陆法会和忏法等属于大型社
会活动，多在观音香会时举行，少则持续七天，多
则七七四十九天。这些世俗化的观音信仰活动，
一方面通过娱神的形式达到娱人的目的，另一方
面也是基层民众以此来确立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价
值认同，从而使观音信仰上升为特定的社会符号
和文化标志。

四、结 语

从本质上讲，古代浙东沿海观音信仰的海神
化是一个忽略文本教义、重在行为实践的信仰重
构过程，是佛教文化和海洋文化彼此互动和结合
的典型反映。观音由佛教神灵转变为海洋神灵，
既源于沿海民众海洋意识的觉醒，又反过来促进
海洋意识的发展，丰富海洋文化的内涵。同时，观
音信仰的海神化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海神信仰的兼
容性和开拓性。民间鲜有原创的海神信仰，多为
民众根据自身的需求开辟新的应用领域将民间传
统中已知的神祇和社会人物兼容于海洋环境中，
赋予其承担海神的职能，改造成为功能多样的海
神信仰。

注释:
①近年来学界有关浙江沿海地区传统海神信仰的研究，既有区域

性专门讨论，如祖俊《唐宋时期浙东海神信仰研究》( 宁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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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 、张莉《浙东海岛渔区海神信仰研究》

( 浙江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 、毕旭玲《吴越地区海

神信仰域外传播概述》( 《中原文化研究》2016 年第 4 期) 、程俊
《观音与妈祖———浙闽台海洋宗教信仰之比较》( 《浙江海洋学

院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05 年第 1 期) 等; 也有全国性视角下

的地域分析，如时平《中国民间海洋信仰研究》( 海洋出版社，

2013 年) 、王元林《国家正祀与地方民间信仰互动研究———宋

以后海洋神灵的地域分布与社会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王荣国《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

(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 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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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volution of Guanyin Belief to Sea God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Eastern Zhejiang in Ancient Times

CHEN Guocan， HU Xianzhe
( College of Humanities，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4，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Guanyin belief to sea God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eastern Zhejiang Province
began in the Six Dynasties，followed by the development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was basically
complet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evolution was the result of both the folk marine development
and official support，while its core was the spiritual pursuit of marine safety and protec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belief systems，Guanyin belief was，relatively speaking，an independent one，having openness and flexi-
bility of the belief connotation． It embodies such marine spirit of eastern Zhejiang Province as openness，inclu-
siveness，diligence，and fortitude，hence it has a multifaceted impact on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he area．

Key words: ancient times; coastal areas of Eastern Zhejiang; Guanyin belief; sea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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